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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如今中国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的情形下，利用1998年《武汉人形象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

析了家庭年收入变化、社会阶层感知变化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把居民幸福感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

婚姻家庭三个维度来描述，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家庭年收入均和三个维度显性正相关。另外，把社会阶层

感知当作中介变量并验证得出回归分析家庭年收入和社会阶层感知成正向显著的关系；社会阶层感知在

家庭年收入和幸福感三个维度之间均成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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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sharp differentiation of social classes in China, using the Wuhan 
People Image Survey Data in 1998,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s of household 
annual income and social class perception on residents’ happiness by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idents’ happiness with material life, spiritual life and marriage and family are three 
dimensions to describ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mily annual income 
and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domin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addition,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class is regarded a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and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annual family income and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class is positive and sig-
nificant.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class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di-
mensions of household annual income and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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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一刻不停地追寻幸福快乐，这永恒的主题也在不断地引发学术思辨。近几年，中国经济迅速发

展不仅让社会结构变化，也让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巨大改善，作为一个焦点问题——“幸福感”引发社

会各界高度关注(刘军强、熊谋林与苏阳，2012) [1]。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市场化以及城乡一体化不断拉

大了单个家庭间收入的差距，尤其是 20 世纪末期的中国社会阶层关系剧变，出现了大规模、迅速的社会

阶层分化及重组(朱光磊与陈娟，2008) [2]。凡此情况都有可能会影响人们的心理比对参照系，继而直接

或者间接地去影响个人的幸福感。因此，考虑到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情况，我们可以

将社会个体视为家庭整体中的个体，分析其经济状况、社会阶层变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这种分析对

于梳理中国经济大爆发时期以来居民幸福感的演变脉络至关重要，也对于未来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中

国梦”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使用 1998 年的《武汉人形象调查》数据，分析家庭年收入水平和社会阶层

以及它们的变化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便探究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2. 文献回顾 

2.1. 家庭年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 

Easterlin (2010)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导致其变得更加富裕时，国民的平均幸福感并不一定会

提高。这就是所谓的“Easterlin 悖论”，它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3]。根据 2001 年的世界价值观

调查(WVS)数据，Knight、Songand Gunatilaka (2009)分析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并发现绝对收入水

平和家庭财富对提高幸福感的作用相对较弱[4]。此外，张辉(2014)根据 CGSS2008 数据进行了量化研究，

并得出结论说明居民幸福感不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增加。因此，很多人认为提高收入并不一定会提高幸

福感。当然，一些学者对 Easterlin 悖论提出了挑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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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son and Wolfers (2008)通过对多个数据来源进行汇总分析，发现在样本国家中，居民的经济状

况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一定的稳定关系[6]。他们发现，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的幸福感也会提高，而

绝对收入的作用比相对收入更为明显。邢占军(2011)在比对国内 6 个省会城市的调查数据后发现，目前城

市居民的个人收入与其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7]。Tsui (2014)
在研究“1999~2002 年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数据”时发现，尽管边际效应递减，但绝对收入较高的台

湾人更快乐和幸福[8]。刘宏、明瀚翔和赵阳(2013) [9]也承认，虽然长期来看，居民的幸福感并未随着国

家财富的增加而提高，但短期内收入水平和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3]。 
在收入分配方面，人们相对收入水平对其幸福度有着深刻的影响。张学志和才国伟(2011)利用“2008

年广东省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绝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明显的倒 U 型关系，达到 11.3 万元

的单人年收入是幸福感的“临界点”[10]。一旦相对收入得到控制，绝对收入的幸福效应也将不再显著。

这也证实了田国强和杨立岩(2006)构建的收入和幸福水平之间倒 U 型关系模型[11]。此外，针对台湾地区

的研究发现，相对收入显著且正面影响着幸福感指标(Tsui, 2004) [8]。由于中国人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

响，家庭和门第观念更强。因此，在中国，家庭年收入是更合理衡量绝对收入水平的指标，这相对于西

方国家更为重要。 
Knight et al. (2009)的研究从农户家庭的角度出发，探究了经济收入水平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4]。他

们发现，由于信息搜集和社会互动的限制，农户主要以周围村庄为参照标准，将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与

周围农户家庭自评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幸福感。所以不难得出周围村庄中其他农户

家庭自评的经济状况与自身经济状况之间的差距是影响农户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故本文可提出

研究假说 1： 
假说 1：家庭年收入会正向显著影响居民的幸福感。 

2.2. 社会阶层对幸福感的影响 

社会阶层是按照一定等级标准，将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彼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

别。对社会地位的认知是人们在考虑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因素后，对其身份、阶层和家庭地位进行评判

的结果。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除了经济因素外，人们的阶层状况还应该从权力、身份和社会

声望等维度来考量。社会阶层与家庭经济状况之间既存在关联性，也存在明显差异。与经济条件类似，

社会阶层同样会对幸福感造成冲击，这种情形更多地反映在家庭上。Islam、Eduardo and Hamilton (2009)
采用了巴西东南部城市Belo Horizonte的576个居民数据，利用因果步骤方法验证了社会阶层的中介效应。

他们发现，收入水平透过社会阶层认知程度来影响幸福感[12]。如果控制好社会阶层认知，收入就不再对

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吴丽民和陈惠雄(2010)回归分析了“浙江省小城镇居民幸福感状况调查数据”，提

出了收入对幸福感的相关观点：很明显的是，通过社会状况这个中间变量，收入对幸福感造成的间接效

果比其直接影响的幸福效应要强[13]。刘欣(2007)将城市居民划分为 5 个阶层，发现社会上层和中产阶层

的幸福感显著高于低社会阶层，而幸福感最高的反而是社会中产阶层[14]。周明洁和张建新(2007)综合

1308 个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发现，不同社会阶层居民的幸福感存在较大差异。社会阶层对居民的主观幸

福感影响明显，但两者的变化路径并不一致[15]。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社会阶层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Knight 等人(2009)分析了

中国农村居民社会阶层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如果农户认知到自身家庭在社区中的地位在过去 5 年或未

来 5 年内有所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就会提升；反之，幸福感则会减弱[4]。依托 CGSS2006 的数据研究发

现，社会阶层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闫丙金，2012) [16]。综

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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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2：居民社会阶层感知会正向显著影响居民的幸福感。 
假说 3：家庭年收入会正向显著影响居民的社会阶层感知。 
假说 4：家庭年收入会影响居民的社会阶层感知，从而影响居民的幸福感。 

3. 数据、变量与模型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了 1998 年武汉人形象调查的数据，该调查由武汉大学发起，旨在了解武汉居民的生活、就

业状况以及对武汉人形象等问题进行全国性大型社会抽样调查。问卷一共包含 93 道题目，涵盖基本情况、

武汉人形象、武汉人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以及武汉人的基本素质与价值观念四大类问题。调查共获取

了 3009 个样本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质量，我们根据所选变量删除了“其他”、“不知道”、“拒绝回

答”的样本，最终得到了包含 2852 个样本的数据集。这些数据将被用于分析经济状况和社会阶层对幸福

感的影响。 

3.2. 变量及其描述 

(1) 被解释变量。幸福感是一种心理感受，其来源是个体根据自身心理标准对生活质量的整体描述和

评价(Veenhoven, 1984) [17]。幸福感的测量通常将其划分为几个程度不同的等级，然后让受访者自行选择自

己感知到的总体幸福程度。这种测量方法可以更好地反映个体的主观感受和评价，为研究幸福感的影响因

素提供了重要依据。根据已有研究可知家庭的夫妻关系会影响居民的幸福感(刑占军，2011 [7]；张学志等

人，2011) [10]，固结合《武汉人形象调查》1998 年的数据，本文运用问卷中“您对自己的如下方面感到满

意吗？”问题下的三个子问题“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婚姻家庭”来描述居民的幸福感。 
(2) 解释变量。基于研究假设，本文归纳了几个解释变量，包括家庭年收入和社会阶层及其变化感知。

本文使用了《武汉人形象调查》1998 年的数据，重新编码了 A9 变量，得出了衡量家庭年收入的一组数

据。由于社会阶层是一个难以量化测量的指标，通常需要让人们选择自认为所在的阶层来表示。因此，

本文依托《武汉人形象调查》1998 年的数据，重新编码得出了衡量社会阶层感知的一组数据。这些解释

变量将被用于分析经济状况和社会阶层对幸福感的影响。通过这种方法，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各个变量

之间的关系，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有力支持。 
(3) 控制变量。先前的研究表明，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较为复杂。Dolan、Peasgood 和 White (2008)指

出，目前已经确定了 30 种幸福感影响因素，可以大致归为 7 类[18]。其中，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等因

素被视为解释幸福感的重要变量(Easterlin, 2010) [3]。为了确定经济状况和社会阶层对幸福感的净效应，

本文借鉴了以往研究的方法，控制了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这三个对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通过

这种方法，可以更好地理解经济状况和社会阶层对幸福感的实际影响，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有力支持。 

3.3. 研究模型 

根据图 1 提出假设： 
H1：家庭年收入正向显著影响社会阶层感知。 
H2：社会阶层感知正向显著影响物质生活。 
H3：社会阶层感知正向显著影响精神生活。 
H4：社会阶层感知正向显著影响婚姻家庭。 
H5a：家庭年收入透过社会阶层感知正向显著影响物质生活。 
H5b：家庭年收入透过社会阶层感知正向显著影响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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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c：家庭年收入透过社会阶层感知正向显著影响婚姻家庭。 
根据前文所述，本文提出一个理论框架模型，具体如图 1：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图 1. 研究框架 

4. 数据分析结果 

4.1. 相关分析 

作为一种常用的统计方法，相关性分析主要用于验证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和相关程度。相关分析通

常用于研究两两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相关系数值介于−1 至 1 之间。如果相关系数大于 0 并带有星号，

则表示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如果相关系数小于 0，则表示变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本研究

将根据这一标准，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讨论。具体相关系数的数值见表 1。通过这种

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有力支持。 
 

Table 1. Related analysis table 
表 1. 相关分析表 

 平均值 标准差 家庭年收入 社会阶层感知 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 婚姻家庭 

家庭年收入 1.2311 0.49788 1     

社会阶层感知 2.2664 0.91275 0.422** 1    

物质生活 3.92 0.933 0.233** 0.378** 1   

精神生活 4.29 0.888 0.135** 0.223** 0.608** 1  

婚姻家庭 4.55 1.186 0.047** 0.053** 0.238** 0.328** 1 

注：**p < 0.01。 
 
由上表可知，变量家庭年收入与社会阶层感知(r = 0.422, p < 0.01)具有显著正相关；社会阶层感知与

物质生活(r = 0.378, p < 0.01)具有显著正相关，社会阶层感知与精神生活(r = 0.223, p < 0.01)也具有显著正

相关，社会阶层感知与婚姻家庭(r = 0.053, p < 0.01)同样具有显性正相关。 
另外，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各个维度之间相关关系也是正向的：说明家庭年收入与物质生活(r = 0.233，

p < 0.01)具有明显正相关，家庭年收入与精神生活(r = 0.135, p < 0.01)也明显正相关，家庭年收入与婚姻

家庭(r = 0.047, p < 0.01)正相关性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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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多元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一种常用的统计方法，主要用于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即因变量如何随着自

变量的变化而变化。通过回归分析，不难得出已知自变量估算因变量的总平均值。为了深入探究家庭年

收入、社会阶层感知和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本文对每个变量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2。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更好地理解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有力支持。 

 
Table 2.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lass perceptual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2. 家庭年收入与社会阶层感知回归分析 

研究变量 

社会阶层感知 

模式一 模式二 

B 系数 Beta t 值 B 系数 Bate t 值 

(常数) 1.275  12.537** 0.594  6.006** 

控制变量       

性别 0.066 0.036 1.987 0.090 0.049 2.910 

年龄 0.004 0.063 3.358 0.005 0.064 3.696 

学历 0.400 0.286 15.178 0.275 0.197 11.020 

自变量       

家庭年收入    0.702 0.382** 22.106 
R2 

调整 R2 
F 

0.076 
0.075 
76.85 

0.213 
0.212 

189.839 

注：**p < 0.01。 
 
根据上表可知，将控制变量年龄、性别与学历放入第一层级的回归分析模型中，把社会阶层感知作为因

变量进行分析，得出在模式一中 F的统计值为 76.85 (p < 0.01)，表示该模式一对阶层感知有显著的解释力度。 
回归方程的模式二中，在模式一的基础上加入家庭年收入做自变量，整个回归方程的 F 统计值为

189.839 (p < 0.01)，同样表示该模式二对阶层感知有显著的解释力度。另外，在模式二种标准化 β = 0.382，
显著性水平 p < 0.01，表示家庭年收入正向而显著的影响着社会阶层感知，本质上说当居民家庭年收入高

时，居民对阶层的感知力会提高，更加认同自己所处阶层，即假设 H1 获得支持。 
 

Table 3. Social class percep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aterial life 
表 3. 社会阶层感知与物质生活回归分析 

研究变量 

物质生活 

模式一 模式二 

B 系数 Beta t 值 B 系数 Bate t 值 

(常数) 3.059  29.912** 2.610  26.465** 

控制变量       

性别 0.006 0.026 1.410 0.023 0.012 0.727 

年龄 0.004 0.085 4.553 0.004 0.063 3.586 

学历 0.305 0.215 11.443 0.161 0.113 6.172 

https://doi.org/10.12677/mm.2023.137111


何昊旸 
 

 

DOI: 10.12677/mm.2023.137111 867 现代管理 
 

Continued 

自变量       

社会阶层感知    0.356 0.351** 19.945 
R2 

调整 R2 
F 

0.044 
0.043 

44.622 

0.157 
0.156 

137.430 

注：**p < 0.01。 
 

根据表 3，在有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模型中，把物质生活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得出在模式一中 F
的统计值为 44.622 (p < 0.01)，表示该模式一对阶层感知有显著的解释力度。 

回归方程的模式二中，在模式一的基础上加入社会阶层感知做自变量，整个回归方程的 F 统计值为

137.430 (p < 0.01)，同样表示该模式二对阶层感知有显著的解释力度。另外，在模式二种标准化 β = 0.351，
且 p < 0.01，表示社会阶层感知对物质生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当居民对阶层的感知力高是其所

获得的物质生活越高即假设 H2 获得支持。 
 

Table 4. Analysis of social class perception and spiritual life regression 
表 4. 社会阶层感知与精神生活回归分析 

研究变量 

精神生活 

模式一 模式二 

B 系数 Beta t 值 B 系数 Bate t 值 

(常数) 3.665  37.561** 3.472  34.833** 

控制变量       

性别 0.054 0.031 1.679 0.041 0.023 1.299 

年龄 0.004 0.058 3.086 0.003 0.046 2.473 

学历 0.217 0.162 8.531 0.140 0.105 5.411 

自变量       

社会阶层感知    0.188 0.197** 10.576 
R2 

调整 R2 
F 

0.0255 
0.024 

24.698 

0.060 
0.059 

47.183 

注：**p < 0.01。 
 

根据表 4，把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和学历放入第一层回归分析模型中，把精神生活作为因变量进

行分析，结果显示在模式一中 F 的统计值为 24.698 (p < 0.01)，表示该模式一对阶层感知有显著的解释

力度。 
回归方程的模式二中，在模式一的基础上加入社会阶层感知做自变量，整个回归方程的 F 统计值为

47.183 (p < 0.01)，说明该模式二对阶层感知有显著的解释力度。并且在模式二种标准化 β = 0.351 (p < 0.01)，
表示社会阶层感知对精神生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当居民对阶层的感知力高是其所获得的物质

生活越高即假设 H3 成立。 
据表 5，在第一层回归分析模型中放入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和学历，把婚姻家庭作为因变量进行分

析，结果显示在模式一中 F 的统计值为 45.969 (p < 0.01)，表示该模式一对阶层感知有显著的解释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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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Social class perception and marriage and family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5. 社会阶层感知与婚姻家庭回归分析 

研究变量 

婚姻家庭 

模式一 模式二 

B 系数 Beta t 值 B 系数 Bate t 值 

(常数) 3.569  27.583** 3.480  26.214** 

控制变量       

性别 0.063 0.027 1.478 0.058 0.025 1.364 

年龄 0.019 0.215 11.554 0.019 0.212 11.361 

学历 0.040 0.022 1.190 0.011 0.006 0.325 

自变量       

社会阶层感知    0.071 0.055* 2.950 

R2 
调整 R2 

F 

0.045 
0.044 

45.969 

0.048 
0.046 
36.743 

注：**p < 0.01。 
 

而在模式一的基础上加入社会阶层感知当作自变量，模式二中整个回归方程的 F统计值为 36.743 (p < 
0.01)，说明该模式二对阶层感知有显著的解释力度。并且在模式二种标准化 β = 0.55 (p < 0.05)，表示社

会阶层感知对精神生活的显著正向作用即假设 H4 成立。只不过相对于其他假设的两星显著水平，H4 略

低，只是到一星显著。 

4.3. 中介检验 

综合上文的研究框架分析，若是验证社会阶层感知的中介效应，本文采用 Baron 和 Kenny (1986)提
出的经典中介分析方法，该方法包括三个基本步骤：首先，测试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其次，检

验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三，通过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中添加中介变量，来确

定中介效应的存在。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添加中介变量后消失，则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但是呈现减弱状态，则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19]。通过这种

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有力支持。 
 

Table 6.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ables 
表 6. 各变量之间的偏相关分析 

 家庭年年收入 社会阶层感知 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 婚姻家庭 

家庭年收入 1     

社会阶层感知 0.385** 1    

物质生活 0.200** 0.345** 1   

精神生活 0.108** 0.191** 0.588** 1  

婚姻家庭 0.059** 0.054* 0.219** 0.311** 1 

注：**p < 0.01，*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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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是基于变量年龄、性别、学历的控制，对模型中的相关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因为本研究涉及

到的变量关系可能会受到控制因素的干扰，所以在此采用变量间的偏相关分析来探究变量之间更深层次

的内在关联。 
为了验证社会阶层感知的中介效应，把其纳入家庭年收入和因变量物质生活的回归分析中去，其结

果如表 7 所示： 
 

Table 7.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social class perception and material life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7. 家庭年收入、社会阶层感知和物质生活回归分析 

研究变量 

物质生活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B 系数 Bate t 值 B 系数 Bate t 值 B 系数 Bate t 值 

(常量) 3.071  29.187** 2.707  24.934** 2.513  24.086** 

控制变量          

性别 0.047 0.025 1.368 0.060 0.032 1.764 0.031 0.016 0.940 

年龄 0.006 0.083 4.359 0.006 0.084 4.475 0.005 0.063 3.527 

学历 0.298 0.210 10.905 0.231 0.163 8.406 0.141 0.099 5.259 

自变量          

家庭年收入    0.375 0.201** 10.753 0.146 0.078** 4.041 

社会阶层感知       0.327 0.322** 16.483 

R2 
调整 R2 

F 

0.042 
0.041 
40.599 

0.080 
0.078 

60.599 

0.161 
0.159 

107.500 

注：**p < 0.01。 
 

由表 7 可知模式二中标准化 β = 0.201 (p < 0.01)，模式三中标准化 β = 0.078 (p < 0.01)。通过两者的比

较得出模式三中的标准化系数明显小于模式二中的系数，而模式三是通过模式二添加中介变量得出，因

此可以说明社会阶层感知在家庭年收入和物质生活之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同理为了验证中介变量社会阶层感知的中介效应，把其纳入自变量家庭年收入和因变量精神生活的

回归分析中去，其结果如下表 8： 
 

Table 8. Analysis of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social class perception and spiritual life regression 
表 8. 家庭年收入、社会阶层感知和精神生活回归分析 

研究变量 

精神生活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B 系数 Bate t 值 B 系数 Bate t 值 B 系数 Bate t 值 

(常量) 3.676  36.841** 3.489  33.413** 3.389  32.660** 

控制变量          

性别 0.052 0.030 1.600 0.059 0.034 1.805 0.044 0.025 0.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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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年龄 0.004 0.060 3.113 0.004 0.060 3.146 0.003 0.049 2.580 

学历 0.208 0.156 8.082 0.173 0.130 6.573 0.127 0.095 4.764 

自变量          

家庭年收入    0.192 0.109** 5.719 0.073 0.042** 2.033 

社会阶层感知       0.169 0.178** 8.598 

R2 
调整 R2 

F 

0.023 
0.022 
22.037 

0.034 
0.033 

24.892 

0.059 
0.057 

35.218 

注：**p < 0.01。 
 

根据表 8 得出模式二中标准化 β = 0.109 (p < 0.01)，模式三中标准化 β = 0.042 (p < 0.01)。通过两者的

比较看出模式三中的标准化系数明显小于模式二中的系数，而模式三是通过模式二添加中介变量得出，

因此可以说明社会阶层感知在家庭年收入和精神生活之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Table 9.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social class perception and marital family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9. 家庭年收入、社会阶层感知和婚姻家庭回归分析 

研究变量 

婚姻家庭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B 系数 Bate t 值 B 系数 Bate t 值 B 系数 Bate t 值 

(常量) 3.674  28.204** 3.547  25.906** 3.516  25.529** 

控制变量          

性别 0.059 0.026 1.378 0.063 0.028 1.484 0.059 0.026 0.1.369 

年龄 0.018 0.199 10.307 0.018 0.199 10.429 0.017 0.196 10.270 

学历 0.034 0.021 1.085 0.013 0.008 0.388 −.001 −.001 −.029 

自变量          

家庭年收入    0.130 0.057** 2.967 0.094 0.041** 1.966 

社会阶层感知       0.052 0.042** 2.007 

R2 
调整 R2 

F 

0.038 
0.037 
37.260 

0.041 
0.040 

30.221 

0.043 
0.041 

25.010 

注：**p < 0.01。 

 
根据表 9 得出模式二中标准化 β = 0.057 (p < 0.01)，模式三中标准化 β = 0.041 (p < 0.01)。两者经过比

较看出模式三中的标准化系数明显小于模式二中的系数，而模式三是通过模式二添加中介变量得出，因

此可以说明社会阶层感知在家庭年收入和婚姻生活之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4.4. 研究结果 

综合整个数据分析过程不难发现，本文研究模型当中涉及的 4 个直接假设与 3 个间接假设均成立。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模型数据的整体运行，本文还得出自变量和因变量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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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新的研究模型表现为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New research framework 
图 2. 新的研究框架 

 
根据图 2 可知，自变量家庭年收入对因变量居民幸福感中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婚姻家庭三个子

维度都有显著积极的影响；同时家庭年收入和社会阶层感知之间有呈现正向显著的关系，故假设 H1 成

立；而社会阶层感知又分别正向影响着居民幸福感中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婚姻家庭，即假设 H2-H4
同样得到支持而成立；另外，经过中介检验得出人们的家庭收入通过社会阶层感知正向影响着居民幸福

感，并对其中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婚姻家庭都有间接效果，假设 H5a-H5c 都成立。 

5. 研究结论 

综合前文的分析来看，虽然财富并不是幸福的唯一因素，但它仍然是人们幸福感的基础条件之一，

尤其是在如今的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极速发展的阶段中(刘军强等人，2012) [1]。本研究最终的实证结果说

明：提高人们的经济收入可以直接提升其幸福感，但幸福感与家庭年收入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经济收

入的幸福效应存在顶点；其中经济收入指标尤其体现在家庭年收入当中，它可以直接的影响人们对所处

社会阶层的感知，这份感知间接地影响着居民在物质条件、精神条件生活以及婚姻家庭中的幸福程度；

当然，经济收入的多寡也对物质生活态度、精神生活态度和婚姻生活态度三者具有不同影响。 
此外，攀比心理也会影响人们对幸福的感知，因此在劳动分配时应更加注重公平，限制某些行业、

某些人群的过高收入，持续提高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此举不仅有助于提高整体幸福感，还有助于促进

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另外，社会阶层感知也会影响个人的幸福感，具体表现为人们在预见到自己所处

的阶层层级时，会直接表现出对物质生活条件、精神生活条件甚至是婚姻家庭条件不同程度的追求，而

三者又是构成居民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阶层的变动对三者的影响随时都在改变，借此说明了“社

会阶层维度”的重要性。 
因此，在当前社会阶层急速分化、阶层重组的转型时期，需要通过税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供

优良的公共服务等措施，促进中国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结构转向橄榄型结构，让更多底层阶级成为跃迁

成为中产阶层，让下、中、上三个层级达到平衡，从而实现提高社会整体幸福感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

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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